壹、研究目的
    根據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的統計，九十二年台灣每天平均發生一百一十八件家暴案，每個月因家暴事件死亡的人數約為十一人， 到了九十三年則增至十三人。然而，實際的犯罪發生數卻是遠遠高於這樣的數字。「家醜不外揚」、「清官難斷家務事」等迷思往往使得被害人不願意報案, 執法者不願意介入處理，使得家庭暴力成為所有犯罪類型中犯罪黑數最高者。台灣自八十六年一月制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八十七年六月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八十八年六月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 受虐婦女可據此聲請緊急保護令，九十年起家庭暴力犯罪改採非告訴乃論; 這些年來的執法與宣導，雖有助於破除民眾與執法者對於家庭暴力議題的迷思，但由於現代家庭孤立、疏離以及缺乏外在監控等特質, 家庭暴力案件仍逐年成長。
警察機關屬於刑事司法體系的最前線, 為加強警察人員對於家暴案件本質的瞭解及其適切介入處理該類案件的能力，台灣警察專科學校於九十六學年度起將家庭暴力犯罪與防治課程納入正期組學生的必修課程。也因此筆者在這次赴美國姊妹校奧克拉荷馬市大學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訪問研究期間，除了協助該校犯罪防治系主任Dr. Jody Horn 進行美國本土的相關研究, 同時也參與其所教授的家庭暴力課程，希望藉由此次的學術交流經驗了解美國在處理該議題的觀點與實際做法，並且汲取其在課程設計上著重於啟發學生思考能力的優點，作為日後教學的參考。　　
貳、研究過程
本課程主要係以一部真人真事改編的非洲小說以及七部紀錄片作為主軸, 並配合理論觀點的解說與課堂討論。這對筆者而言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學習經驗，特別是在全球化思潮的主導下，這些紀錄片所涵蓋的範圍並不僅限於美國本土，尚包括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等不同國家，以此突顯不同的文化價值如何投射在家庭暴力的議題上。諷刺的是，早在經濟全球化之前，家暴問題似乎早已全球化。在實務運作層面的討論，則是邀請奧克拉荷馬州專責處理家暴案件的執業律師至課堂上與同學對談，以了解該州的相關法律以及執行面上的困境與爭議。期中與期末考試皆以”take home exam” 的形式，給學生一週的時間作答，允許自行尋找參考資料，但禁止同學間的討論。美國學生在這方面很遵守規定，令人敬佩。所有的考題皆要求學生在說明解釋理論觀點之外，再以課堂上所討論過的紀錄片及小說驗證該理論觀點；學生在來回澄清與思辯的過程中，不但能將過去半個學期課堂上所學進行有系統的組織與整理，更重要的是對於思考能力的啟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正是台灣的教育中最為欠缺的部分。
家庭暴力可分為婚姻暴力(Marital Violence)、兒童虐待、老人虐待與兄弟姊妹間的暴力等四種類型，此課程係以婚姻暴力為主，兒童虐待的議題偶爾也會出現在課堂討論中。以下的報告將就課堂上幾個主要的討論主軸及相關紀錄片，進行簡短回顧：
1、 社會文化結構觀點
文化常被用來解釋與正當化婚姻暴力。常聽到的「文化辯解」(Cultural defenses)像是:「女人不聽話本來就該被打，在我的文化裡，大家都是這樣做，我這樣並沒有什麼不對」，這樣的辯解背後隱含的即是所謂的家父長制的傳統文化價值(culture of patriarchy)，用來合理化性別的不平等與暴力行為。在傳統文化觀念裡，男性處於優勢地位，女性為從屬地位，為父親或丈夫的財產，一直扮演被控制及可恣意訓誡的角色；同時，父權文化更將此種男尊女卑的文化價值投射至社會中的法律、經濟及宗教等制度上，強化對女性的歧視與暴力行為。特別是男主內女主外的分工模式，長期以來都是女性主義者所批判的焦點，他們認為這樣的安排將使得女性在經濟上居於弱勢地位，必須長期依賴男性(周月清，1995；張平吾，1999)。
紀錄片「讓她繼續受控制: 印度的父權家長制法律」(Keep her under control: law's patriarchy in India) 討論的是社會文化結構的議題，由美國人類學家Erin Moore於1998年所完成拍攝，描述印度與伊斯蘭社會如何透過習俗與法律制度控制女性。故事從紀錄一位住在印度東北部穆斯林村落的女性Hurmuti如何公開違抗伊斯蘭教父權文化下的道德與法律規範的過程開始，中間並不時穿插穆斯林社會如何藉由種種習俗、儀式與社會化的過程，包括對女孩的教養方式、兒時的遊戲、婚禮習俗、嫁妝問題、婆媳關係、土地財產擁有權等將男性所定義的社會秩序(the male imposed order)灌輸給社會成員，以確保女性繼續受到約制與束縛，男性的優勢地位因而得以繼續維持(Fruzzetti, 1999)。同時，這樣的父權文化也合理化性別暴力(gender violence)，將其視為理所當然。
”Macho”、” Tough guise: violence, media, and the crisis in masculinity” 與 “Hip-hop: beyond beats and rhymes” 等三部紀錄片主要是在描述社會文化如何建構所謂的男性氣概(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並因此形塑出暴力的文化。Macho所探討的是「男性氣概」文化如何合理化與助長拉丁美洲社會中對女性施暴的現象。故事從一樁控訴案件開始，一位尼加拉瓜的卸任總統，同時也曾經被尼加拉瓜人民尊崇為革命英雄與軍事強權象徵的Ortega，被他的繼女控訴犯下性侵害與家暴案件。這個案件促使當地的一群男性開始組織起來，在尼加拉瓜進行反家暴與反性侵害的社會運動。這個組織想要訴求的是男性在終結性別暴力問題上，所應扮演的角色與必須負起的責任。目前在國際上的確已有一些類似的社會運動組織，倡導男性必須為終結家暴案件負責；但事實上，不論在台灣或是美國，家暴始終被視為「女性的議題」。
在美國，男性與暴力之間的聯結愈來愈強：有85%的兇殺案與95%的家暴案件是男性所為，監獄中99%的性侵害犯罪者是男性。紀錄片” Tough guise” 與 “Hip-hop” 即是以美國社會為背景，探討該社會如何將「強壯的」、「肌肉的」、「暴戾的」、「有權力的」、「控制一切的」等諸如此類的男性形象灌輸給年輕人，如果他們不遵守這樣的遊戲規則就必須承受相當的社會壓力，被恥笑為「娘娘腔」，甚至被同儕排擠。大傳媒體在形塑此種暴力的男性文化中，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嬉哈音樂迷Byron Hurt是“Hip-hop”的製作人，當他意識到嬉哈音樂錄影帶中所傳達的性別刻板印象時，便決定要拍攝一部檢視嬉哈音樂中所隱含的性別政治(the gender politics of hip-hop)的紀錄片；同時，該片在處理嬉哈音樂文化中的大丈夫氣概、性別歧視、暴力、對同性戀的恐懼等議題的過程當中，其實也不斷透露出商業與文化之間複雜的糾結。 
2、 刑事司法體系的問題
文化辯解的議題，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刑事司法體系對家暴問題的處理上。例如法院是否應該接受被告以受到父權文化的影響，為其暴力行為作辯解。另外則是警察人員對遭受家暴的婦女，往往存有像是「你一定是做了什麼，所以才被打」之類的刻板印象，甚至反而因此同情施暴者。這些社會文化因素以及迷思，往往會影響執法者在處理家暴案件時的實際作為。但若從反方向來思考，法律的制定與刑事司法體系的作為往往也會成為社會文化變遷的媒介，我們將從紀錄片Sister In Law中便可看到這樣的發展方向。
 Sisters In Law (2005)的主要拍攝場景是在非洲喀麥隆一個穆斯林村莊的法庭上，紀錄女性的法官與檢察官在強烈的憐憫心的驅使下，她們決心以法律判決的結果，停止一直以來被她們所處的那個社會所默許存在的兒童虐待、家庭暴力，以及性侵害。相較於以下將要討論的兩部影片，Sisters In Law似乎是相對的樂觀，不但呈現出非洲女性的強韌與正面積極，同時也捕捉到了這個社會正在萌芽的勇氣、希望以及變遷的契機。
Defending Our Lives (1993) 曾獲選為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影片獎。藉著暴露出美國刑事司法體系在處理家暴議題上的力有未逮，本片的主要目的在於催化立法與執法的改革。影片中四位受訪的對象皆是「受暴婦女痛擊回去」('Battered Women Fighting Back')此一草根性組織的成員；同時，也都因為殺害施虐者而被關進了監牢，亦即受暴者成了施暴者。她們每一位的受虐經驗除了印證所謂的「暴力循環週期」(the cycle of violence)―亦即暴力行為會階段性地不斷循環下去，且一次會比一次嚴重―，特別是當她們打算離開施虐者時，都會經歷的死亡威脅；並且也證實了美國的刑事司法體系無法保護這些受暴婦女—從保護令的申請、執法者的態度，乃至於法院在審理殺害施虐者的案件時拒絕接受以正當防衛作為辯駁的理由皆然。於是她們只能自力救濟，被迫捍衛她們自己與子女的生命。
Domestic Violence (2002)是美國紀錄片泰斗Frederick Wiseman 的近作，他曾經說過:「所有我製作的紀錄片都在破除既有的刻板印象」，Domestic Violence當然也不例外。該片聚焦在位於佛羅里達的家暴受虐婦女庇護中心，藉由Wiseman的鏡頭，這些幾乎心神錯亂的受虐婦女泣訴著他們痛苦的受暴經驗；另一方面，他也透過鏡頭檢視了警察與社工，如何牽扯在這些駭人聽聞的家暴案件中。所有片中的人物，包括警察、被害人，以及社工都希望事情會有所改變，但他們卻都無能為力。
參、研究心得
在美國，有兩項證據足以說明家暴問題的嚴重性：家暴是婦女遭受傷害的最主要原因，遠遠多過於因搶劫、性侵害與車禍受傷加起來的總合；女性被其配偶殺害比被其他的攻擊者殺害的機率高。正如先前在本文中所討論的，家暴是一種具有致命危險性的犯罪行為。但就像許多刑事司法體系內的執法人員所無法理解的：她們為什麼不離開? 
Sarah Buel(2003)認為恐懼是首要的原因，社會其實並沒有提供這些受暴婦女足夠的庇護與支持系統，甚至是足夠的法律保障，讓他們足以相信自己是安全的，不會被家暴者追回而身陷更令人驚恐的危險中。因此，光是勸她們離開施暴者到庇護中心去，其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若從家暴對被害人所產生的長期心理效應，來解釋被害人之所以會繼續留在受虐情境的原因，犯罪學中最常見的兩個理論即是學來的無助理論(learned helplessness)與創傷聯結理論(traumatic bonding theory)，筆者發現Purple Hibiscus: A Novel (2003) 一書中不斷重複的出現類似的受虐長期心理效應，對理解家暴問題的心理面向提供了絕佳的素材。這是奈及利亞新秀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的處女作，描寫一個奈及利亞上流社會的家庭中所發生的家庭暴力，事實上其內容幾乎涵蓋家暴問題的各個面向，包含：
1. 父權文化結構的影響：當地的文化結構如何合理化父親的家暴行為；
2. 學來的無助感：母親因為長期受到父親的暴力對待而產生自責、負面的自我印象以及無助感，認為即使反抗也改變不了什麼，只能眼睜睜地目睹小孩被父親毒打；
3.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兩個從小在家暴環境下長大的青少年，他們對父親的感激與處處討好，甚至是同情父親的處境，這些即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寫照；
4. 創傷聯結理論:施暴的父親不但是個成功的生意人，而且還擁有一家報社，在家中更是絕對的強勢，並且完全掌握經濟的大權。相對地，母親則因長期受虐而產生低自尊感，認為她的丈夫隨時都可以找到條件比她更好的女子來取代她，再加上缺乏謀生的能力，讓她相信唯有繼續依附這個強勢的丈夫，她才能夠生存下去。
5. 暴力循環的三個階段:在父親對母親或兩個小孩施暴之後，每次都很後悔地帶他們就醫，有一段時間的蜜月期，但之後關係又開始緊繃，接著又開始重複暴力週期，而且間隔愈來愈短，一次比一次嚴重。受虐者因而可以約略臆測到自己何時會有危險。
6. 受虐者成了殺害者:恐懼、學來的無助等長期心理效應，以及大環境缺乏對家暴受虐者提供足夠的支持與保護，這些因素使得母親只好採取自力救濟的方式－謀殺她的丈夫，以捍衛她自己以及子女的人身安全。
肆、建議事項
　　儘管家庭暴力與施暴者或受虐者的社經地位高低並無關聯，但在台灣，外籍配偶確實是家暴案件的高危險群。台灣目前估計約有高達卅萬
名外籍配偶，他們大多來自越南、印尼等國家，由於其身分的特殊性
、處境的邊緣化，以及缺乏家庭支持系統，在不對等的婚姻關係下及
易成為受虐的弱勢族群。而且受限於語言與文化背景的差異，與資訊
管道的缺乏，這些人往往成為家暴法保護的死角 (夏曉鵑，2003; 李
淑容2004) 。外籍配偶的家暴問題有其多元性以及迫切性，因此建
議：
一、應提供緊急救援服務以及強化家庭暴力的防治與宣導。
二、協助外籍配偶經濟獨立。
三、對家父長制的性別暴力文化提出反省（此應是更為積極的治本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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